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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注释《古兰经》起，《古兰经》注释便逐渐发展成为伊斯兰文化体系

中举足轻重的传统学科——注释学（‘ilm al-tafsir）。注释学历经两大时期形成并完善：口耳相传时期

——从先知穆罕默德时期到再传弟子时期；文字记载时期——始于阿拔斯王朝早期，结束期不得而知。

注释学的发展以及涌现出的大量学术成果，彰显出历代穆斯林阐释《古兰经》微言大义的学术动态，反

映了伊斯兰文化学术的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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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属 2006 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古兰经》注释研究”（06CZJ007）的阶段性成果。 

 
《古兰经》注释（下文简称经注）伴随伊斯兰文化史的发展，历经两大时期并形成一门独立

的传统学科——注释学。本文通过对该学科的发展做学理阐述，从而使读者更深入了解它的形成

概貌。 

 

一、注释学雏形时期——口耳相传 

 
伊斯兰教黎明时期的文化学术活动主要体现于收集、成册和定本《古兰经》，以及采取“口耳

相传”（Al-naql）形式阐经释义、传述圣训、解读训喻、演绎教律、叙述历史、布道传教等。其中，

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圣门弟子与再传弟子以口耳相传形式阐释《古兰经》微言大义的文化

举措则是《古兰经》注释学形成的雏形时期。 

（一）先知穆罕默德与圣门弟子阶段的经注 
《古兰经》经文中“我降示你教诲，以便你对众人阐明他们所受的启示，以便他们思维。”

 ①

（16：44）“集合它和诵读它，确是我的责任。当我诵读它的时候，你当静听我的诵读。然后解释

它，也是我的责任。”（75：17-19）等表述决定了先知穆罕默德是注释学的始源者。那时，每有经

                                                        
①本文引用的《古兰经》译文均出自马坚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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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降示，先知即刻将其口授给众弟子，并对有关经文给予不同程度的阐释。同样，圣门弟子但凡

遇到疑惑不解的经文，也主动请教先知，故先知责无旁贷地给圣门弟子注释了有关经文的经义经

旨：“先知穆罕默德注释《古兰经》，区分先后停止的经文，并给众弟子阐释之，故他们了解经文

的降示背景及其内涵。”
[1]438-439

宏观上，先知穆罕默德的注释涉及了从教义、教法到生活细节的方

方面面，伊斯兰文化公认的六大部圣训集所辑录的圣训，就是对《古兰经》的全方位注释和进一

步延伸，先知穆罕默德对此定性：“须知，我领受了《古兰经》以及类似《古兰经》的……”先知

所领受的“类似《古兰经》”即为“圣训”；微观上，先知穆罕默德“综合解析经义、延伸解释词

义、扩充教法律例、阐述先后停止经文、强调业已明确经文”的具体实践，
[2]
真正为后期注释学

这一体系庞大、持久的学科的建立和形成，奠定了法理渊源、学理基础和实践范例。由此，历代

注释学家均本着经训树立的“信经而不僵经，释经而不越经”的基本理念，发展注释学，解读《古

兰经》。 

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圣门弟子遵经从圣，大力弘扬伊斯兰文化，积极推动穆斯林社会发展。

在经注领域，他们恪守经文教导：“这是我所降示你的一本吉祥的经典，以便他们沉思经中的节文，

以便有理智的人们觉悟。”（38：29）他们秉承先知穆罕默德的注经圣行，涌现出了“四大哈里发、

伊本·麦斯欧德、伊本·阿拔斯、乌班耶·本·凯尔卜、栽德·本·萨比特、艾布·穆萨·艾什

阿里、阿布杜拉·本·祖拜尔”等著名注释学家。
[3]877

他们凭借伴随先知穆罕默德、精通经文语

义、熟悉经文背景、了解阿拉伯社会等优势，运用“以经注经、以训注经、创制注经、谨慎采用

正确的有经人传闻注经”四种渊源，
[4]37-62

构建和发展着注释工程，成为注释学的奠基者，其地位

仅次于注释学的始源者先知穆罕默德。
①
“当我们从《古兰经》和圣训中都找不到注释时，就追溯

圣门弟子的注释。他们是时代的见证者。他们由于理解透彻、认识正确、功修虔诚而最知经文究

竟。”
[5]438

注释学发展史上，圣门弟子上承先知穆罕默德，下接再传弟子，他们秉承注释的圣行与

精神、遵循注释的法理与学理，延续和发展这项被教法学界定为“副主命”（Farid Al-kifāyah）的

伊斯兰文化学术工程。
[3]852

  

（二）再传弟子阶段的经注 
再传弟子阶段是伊斯兰教迅速传播的关键时期，伊斯兰文化随之由内向外纵深发展。那时，

迁徙他乡后的学者型圣门弟子，门下都有为数不少的求知者追随他们研习经注、圣训、教义、教

法、历史等，由此成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再传弟子（Al-tābi‘ūn）。 
再传弟子秉承师业，溯源“《古兰经》、圣训、圣门弟子注释、正确的有经人传闻”，发挥“创

制”（Al-ijtihād）原则，继续采用口耳相传形式大力发展注释，其明显标志就是三所深具影响力、

具有纯文化学术意义的注释学校（Madrasah al-tafsir）的建立。这三所学校分别是：圣门弟子伊本·阿

拔斯及其弟子赛义德·本·朱拜尔、穆扎希德等创办的麦加注释学校，圣门弟子乌班耶·本·凯

尔卜及其弟子艾布·阿林耶、栽德·本·艾斯莱姆等创办的麦地那注释学校，圣门弟子伊本·麦

斯欧德及其弟子麦斯鲁格、哈桑·巴士里等创办的伊拉克注释学校。
[6]
注释学校的建立，对于推

动经注发展，培养经注传人，延伸经注内容，扩大经注范围做出了巨大贡献，经注由此向着体系

化、专业化、学术化和学科化的方向迈进。 
综上，口耳相传时期是注释学形成的雏形时期，后期历代注释学家遵循该时期业已确立的注

释法理和学理的根本基调，推出富有时代性、思想性、文化性、社会性与现实性的丰硕注释成果。 
 

                                                        
①关于圣门弟子注释《古兰经》，详见金忠杰：《<古兰经>早期注释研究——以圣门弟子注释<古兰经>为例》，载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2 期，第 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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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释学形成时期——文字记载 
 
从伊斯兰文化体制形成的角度来讲，伊斯兰文化学术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伊斯兰

教历 2 世纪初期（介于倭马亚王朝末期与阿拔斯王朝早期）穆斯林学界整理和辑录圣训成册的文

化举措。
[7]151

在此背景下，再传弟子时期仍然停留在口耳相传形式上的经注，借助文字辑录圣训

的平台，进入全新发展时期——文字记载时期，并历经四个阶段的渐进式发展，终使注释学趋于

完善。 
注释学的形成为指导、规范、规矩、制衡与发展经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杠杆作用。它的“立

论、界定、要求和方法”等，
[8]
为经注工程确立了明确的学科理论和严格的学术规范。历代学术

严谨的注释学家均以此为原则，根据业已定本的《古兰经》章节顺序，从各个层面、不同角度与

各个纬度，循规蹈矩地阐经释义，发展注释学。 
（一）圣训学范畴内的文字注释阶段 
《古兰经》定本后，学界开始整理和辑录圣训、经注、教律、教史等学科知识。

[7]400
这主要

是因为先知“穆罕默德生前，他的言行常为周围的弟子和他的妻室所心记口传，他本人也曾鼓励

人们遵守奉行但又恐与《古兰经》经文相混淆，故一个时期曾禁止人们作记载。8 世纪以后，伊

斯兰教在新征服地区广泛传播和发展，对新出现的各种问题和事件如何处理，已在《古兰经》中

无具体律例可循，加之因政治、民族、教派、学派之争，制造伪圣训的现象时有发生，于是各地

的圣训学家、教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出于捍卫安拉之道和创制教法教律、编写教史圣传的需要，便

开始对流传各地的圣训及传述世系进行广泛的搜集和整理，经过考证、筛选和去伪存真，分门别

类地予以辑录定本。在辑录和研究圣训的过程中，圣训学亦随之建立和完善。”
[9]502  

可以说，圣训学是伊斯兰文化史上形成的最早学科，其标志是甄别圣训真伪并将其辑录成本。

圣训内容门类诸多，如信仰教义、教律教规、宗教义务、道德修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圣

训和《古兰经》的关系决定了整理和辑录直接或间接注释《古兰经》的圣训以及圣门弟子的注释

言论，必然在圣训学范畴内，成为文字注释的第一阶段。在该阶段，致力于辑录包括注释《古兰

经》在内的圣训、圣门弟子与再传弟子注经内容的圣训学家，实质上就是以文字记载形式从事经

注活动的注释学家，主要有：耶济德·本·哈伦·西勒姆、舍尔卜·本·汉贾季、沃基尔·本·吉

拉赫、苏夫扬·本·艾耶奈、鲁胡·本·伊巴德·巴士里、阿布杜·兰扎格·本·胡玛姆、阿丹·本·艾

布·伊雅斯、阿布杜·本·海米德、苏夫扬·本·赛里、穆加提尔·本·苏莱曼、伊斯哈格·本·拉

胡维等。
[3]883,[10]107-108

按时间推算，这些注释学家当属先知穆罕默德的“三传弟子”（Tābī‘ al- 
tābī‘īn），[10]107

因此学界也将此阶段称为“三传弟子时期的注释”。
[10]107

该阶段，由于经注尚属圣

训学范畴，文字注释刚刚起步，故注释学家没有逐章逐节地注释经文，而主要是在辑录圣训过程

中，将经注内容作为圣训实录的篇章之一来辑录成文，如洁净章、礼拜章、天课章、朝觐章、经

注章等。 
伊斯兰世界研究经注的权威专家穆罕默德·侯赛因·扎哈卜教授在《〈古兰经〉注释与注释家》

（Al-tafsir wal-mufassirūn）中指出，以上三传弟子传述并辑录的经注内容确凿无疑。换言之，

极其缜密的传述系统由下而上，将注释内容直接溯源于先知穆罕默德、圣门弟子与再传弟子，并

形成了该阶段经注的三大特点，即传述系统严密；注释没有独立成本，隶属圣训篇章；注释内容

涵盖了先知穆罕默德、圣门弟子与再传弟子的注释。
[11]35-36

这些被编入圣训实录中的“先知穆罕默

德及其圣门弟子对《古兰经》的直接注释或间接阐释”
[9]179

以及再传弟子的注释，被后期注释学

界统称为“传闻注释”（Al-ma’thūr），它“涵盖了《古兰经》自身对其中一些经文的说明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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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来自先知穆罕默德、圣门弟子与再传弟子对真主的经典经旨所作的一切注释与解读。”
[4]152 

尽管该阶段大部分注释学家的成文注释业已佚失，但后人通过埃及图书出版社和土耳其伊斯

坦布尔图书馆出版和保存的注释学家阿布杜·兰扎格·本·胡玛姆的注释手稿以及近年印度出版

的苏夫扬·本·赛里的注释文献，
[12]19-20

仍可管窥该阶段的文字注释情况和注释学术活动。①  

（二）注释学初步形成的文字注释阶段 
经注在隶属圣训学一段时间后，由于自身特点和发展需要，尤其与圣训学在学科研究和发展

层面的互异性，逐渐脱离圣训学范畴。“到 9 世纪叶海亚·本· 赛兰和泰伯里的成部的文字经注

的出现，经历了 100 多年的漫长过程，逐渐形成了一门独立的伊斯兰文化学科。”
[9]179

著名历史学

家、法学家伊本·赫里康在《名人传》（Wafayāt al-A‘yān wa Anbā’Abnā’al-Zamān），教义学家、注

释学家伊本·泰米叶在《教法诠释大全》（Majmū‘ al-fatāwā）中，均认为首位脱离圣训学而文字

注释的注释学家是阿布杜·马立克·本·朱莱哲。在该阶段，注释学家阿布杜·马立克·本·朱

莱哲、伊本·马哲、泰伯里、艾布·伯克尔·本·蒙济尔·尼萨布尔、伊本·艾布·哈提姆、艾

布·谢赫·汉班、哈基姆、艾布·伯克尔·本·麦尔达维赫等人，
[4]141

依照《古兰经》的章节顺

序，注释了每章每节经文，使之行文成册。其中，泰伯里的注释巨著《古兰经注释总汇》

（Jāmi‘ al-bayān fi tafsir al-Qur’ān），被认为是经注初步脱离圣训学而自成学科的重要标志。
[4]141

如果以注释学的整体发展角度看待这些注释学家，他们可被界定为注释学发展史上的“第四阶段

的注释学家”，相当于“四传弟子”。
[3]883 

较之前一阶段，该阶段业已形成的注释典籍，大体归于传闻注释的范畴。换言之，虽然注释

学科已经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此时的注释完全脱离了之前的注释。恰恰相反，集圣训学与注释

学于一身的学者，依然秉承圣门弟子和再传弟子的注释风格，严格运用圣训学的“传述系统”

（Al-’isnād）注释经文，注释的大部分内容自然来源于先知穆罕默德、圣门弟子、再传弟子和三

传弟子。②因此，他们不但没有逾越传闻注释的范畴，而且因距离先知穆罕默德与圣门弟子时代相

对久远，反而更加小心谨慎，尽力使注释源互为依托，注释内容相辅相成。他们如履薄冰的学术

态度，形成了一个基于圣训学（传述系统方法）而又与圣训学截然不同的注释体系——注释学视

阈下的注释，它具有以下特点：传述系统将注释内容直接溯源于原注释人——先知穆罕默德、圣

门弟子、再传弟子与三传弟子；相对前一阶段的注释学家来讲，他们不够缜密，如阿布杜·马立

克·本·朱莱哲，传述了每节经文的传闻素材，而不深究其是否正确。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信任传

述人，因此只提及了传述系统而忽略了考究内容的确凿与否。
[11]36-37 

总体上，该阶段绝大部分注释学家保持了传闻注释的基本风格，唯独注释学家泰伯里则别具

一格。他在运用传闻注释素材的基础上，“先叙述各家之注，再进行理论分析，最后界定出其中最

切实的注释。如果理出需要，还对某节经文给予语法分析，并能根据经文演绎一些教律。”
[7]401

透

过泰伯里的注释典籍——被视为辑录了前代所有注释内容的最早注释文献，
[10]115

业已形成独立学

科的注释学，已经根据经训原则迈出了关键一步，即在传闻注释的基础上，见解注释、比较注释、

                                                        
①穆罕默德·侯赛因·扎哈卜教授指出，埃及图书出版社于 1956 年出版了阿布杜·兰扎格·本·胡玛姆的注释，

但至今仅出版了第一册，内容从《古兰经》的首章到第 10 章。 
②“传述系统”（Al-’isnād），系圣训学专业术语，其产生与传述圣训息息相关。基于传述系统之于界定圣训的重

要性，“对圣训传述人的研究构成了圣训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圣训学研究的一半内容，因为圣训

学研究分两大板块：传述系统（主要是传述人）和圣训的内容。因此，对圣训传述人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领域，

历代学者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部分内容后来竟成了圣训学大范畴中独立的一门学科，

叫传述人考证学。”（详见丁士仁：《简明圣训学》，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9-130 页。）圣训与《古兰经》

的关系决定了圣训的“传述系统”同样应用于传闻注释的“传述系统”，两者一脉相承，标准同出一辙，是考量传

闻注释确凿与否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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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注释和教律注释初见端倪。泰伯里如此注释经文的学术举措，很大程度上为注释学的整体发

展与注释学家拓宽注释领域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将泰伯里视为集传闻与见解于一体的注释

学家。此外，我们将他的注释作为传闻注释的重要渊源的同时，也因他据证创制、侧重各家之注、

根据传述系统优选正确注释、依据理性思考与研究经义，而认为他是见解注释领域中至关重要的

始源者。”
[10]111 

（三）运用传闻注释与省略传述系统并举的文字注释阶段 
行文成册促使经注脱离圣训学而自成一家时，任何注释学家都力求严格依照注释的传述系统，

依理据证、有根有据地注释经文，注释内容也就大体在传闻注释的框架内。然而，与泰伯里同时

代或稍晚一段时间内，出现了这样一些注释学家，他们运用传闻注释的同时，省略了传述系统，

注释学界因此将此称之为“运用传闻注释与省略传述系统并举”的注释阶段。该阶段由于与前阶

段和后阶段处于互相交叉状态，故在时间上没有明确的分界线。
[7]401 

省略传述系统或考据传述系统欠严密的注释学家，通常先整理各家注释，然后再引证自己认

为可信赖的注释材料。如此，后期同类注释学家如法炮制，既不研究注释材料的正确性，也不探

究传闻素材究竟出自何人就盲目引证。“如果言论对他有利，他就引用；如果他想到了某事，就以

此为据。以至于后来效仿他者认为他有根有据，并且不注重引证传自虔诚先贤的注释、不溯源先

贤注释家，就代代传述他的这种无凭无据的注释。”
[3]883-884

例如，关于经文“不是受谴怒者的路，

也不是迷误者的路”（1：7）的注释，虽然圣门弟子与再传弟子根据圣训“受谴怒者，他们确是犹

太教徒，迷误者确是基督教徒，”已将“受谴责者”界定为“犹太教徒”，将“迷悟者”界定为“基

督教徒”，
[3]885

但他们对此还有多达十种的不同注释，以至于著名注释学家伊本·艾布·哈提姆不

无遗憾地说：“我不知道注释学家们对此竟然还存在分歧。”
[3]884

 

注释学家省略传述系统的举措，从正面角度来讲，如果严格运用确凿的传闻素材，大体就“没

有逾越传闻注释的范畴”，
[7]401

内容也就一定程度上符合法理学理。从负面角度来讲，如果注释学

家一味省略传述系统，则一方面使后学很大程度上无法窥见前代学者所引证的注释素材，究竟通

过哪些传述人传之成文；另一方面尤为重要，即注释学家没有将传闻素材直接溯源于原注释者，

于是造成注释中出现“伪造注释”（Al-mawd．ū‘）或“确凿注释和缺陷注释混淆不清”等鱼目混珠

的局面，
[7]152

由此直接导致两个不良结果：其一，阅读这些注释典籍者认为此类注释正确无误；

其二，很多后学引证他们的注释，并认为他们引证的“有经人传闻”确凿无误。事实上，省略传

述系统恰好成为注释文献中出现大量伪造注释与有经人的错误传闻的源头。
[4]145

从这个角度来讲，

该阶段因任意省略传述系统而成为早期注释中一个极具瑕疵的时间段。究其原因，省略传述系统

给伪造注释、有经人传闻肆意介入传闻注释提供了可乘之机，三者相辅相成构成了违反注释法理

和学理的“羸弱注释”，从而被后期注释学界断定为“侵蚀了伊斯兰的正确思想，亵渎了《古兰经》

注释和圣训，严重影响了一些伊斯兰学科的文献资料的真实性，此举极为有害。”
[13]9 

透过注释学发展的大背景，在这个没有明确时间的阶段里，“运用传闻注释与省略传述系统”

的注释学家，虽然在数量上相对绝大部分学术严谨的注释学家而言为少数，注释文献所占比例也

相对有限，但从学理角度看，注释学必须规范化。因此，后期注释学界均严格要求注释学家当循

规蹈矩、按章照理注释《古兰经》，杜绝那些无凭无据、随意注释的情况发生。 
（四）注释学全面发展和完善的文字注释阶段 
根据注释学界对文字注释时期各阶段的划分，前三阶段大体上处于倭马亚王朝后期以及阿拔

斯王朝早期。由于这些阶段互相之间呈递进式发展，因此无法硬性界定各阶段的精确时间，强行

分割各阶段的注释。同样，注释学界在界定第四阶段始于阿拔斯王朝早期的同时也指出，
[7]401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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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倭马亚王朝末期的注释与其互相交织，故没有因王朝更迭对其进行绝对的时间隔离，这是“因

为每一个注释阶段都不能与前阶段或后阶段绝对分离，每一阶段都与前后阶段互相交织，现阶段

往往烙有前阶段的印迹。”
[11]39

关于它的结束时期，从注释学自身发展和研究注释学发展角度来讲，

可能截止到注释学家和研究者所处时代，客观上根据《古兰经》的末日教义论，不得而知。 
文字注释《古兰经》的第四阶段，是注释学自阿拔斯王朝以来日趋完善，形成体系化、专业

化、学术化和学科化的阶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1．注释派别生成。伊历 41 年后，统一的伊斯兰“乌玛”（Al-’ummah）由于哈里发人选问题

政见不合，“伊斯兰教内部分裂日益加深，随着各种教派、学派思想体系的相继建立和发展，编著

《古兰经》注不仅是一桩阐发天经经义、传播伊斯兰教义、整理伊斯兰文化遗产的重要活动，而

且是当时教派和学派斗争的一种宣传手段。各派学者均按照自己的观点对《古兰经》有关内容加

以注解，以期从神圣的启示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依据。”
[9]179

教派与学派的产生，逐渐打破了先前

统一的注释格局。到阿拔斯王朝中期时，业已产生的逊尼派、什叶派、哈瓦里吉派、穆尔泰齐莱

派等各派学者，为证明其教义的正统性、政治的合法性、学说的法理性，都无一例外地寻根问典，

从伊斯兰教的渊源经典——《古兰经》中寻求依据，并从各自派别的思想和观点出发，竭尽全力

阐释相关经文，且不同程度地留下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有的以注释典籍的形式流传于世，有的则

以学术研究的形式见诸文献。同样，19 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局势变化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更新、

伊斯兰文化面临内外部挑战，伊斯兰社会必然要对此做出积极回应。在此背景下，一些注释学家

如穆罕默德·阿布杜、拉希德·里达等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需要，从全新角度阐释经文大义，形

成了指导伊斯兰社会和文化的近现代注释。 
2．注释种类多样。由于“见解注释涉入传闻注释且互为映照”以及注释学家自身学术专长与

知识背景不同，
[4]146

经注在早期单一的“传闻注释”基础上，形成了多样的注释种类，其中包括：

见解注释，“指在包括经、训在内的传述材料中找不到解释经文的基础时，可按注者个人的理解或

见地对经文作阐释性的解释，但这类解释者必须具备高深的宗教学造诣并熟练掌握阿拉伯语言和

先知历史”
[9] 180

；示意注释，“专事潜心修炼且对《古兰经》有研究的学者（其中包括苏菲主义学

者）越过经文表面意义而根据自己内心体悟对经文作出特殊解释”
[9] 180

；专题注释，“因《古兰经》

涉猎内容的广泛性，注释学家为对其本身蕴含的学科内容如降示背景学、诵读学等进行综合研究，

故产生了学术层面上研究《古兰经》蕴含各科的专题注释”
[7]418

；科学注释，“9 世纪，以天文学、

地理学、数学、医学为主的自然学科，也相继发展起来，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些学科的发展

和不同学派的争鸣，给注解《古兰经》提供了新的内容。” [9]179于是，具有自然科学背景的注释学

家，“将各种科学研究成果应用于《古兰经》的相关内容，以求获取经中蕴含的各类知识，阐发经

义中的各种哲理。”
[7]420

 

3．注释内容丰富。“8 世纪初，阿拉伯哈里发国家政治经济有了发展，文化学术领域出现了

繁荣景象。哈里发国家奉行的阿拉伯—伊斯兰化的政策，推动了《古兰经》和宗教学的研究，而

《古兰经》的研究又促进了阿拉伯语言的研究和语法学、修辞学、字典学的出现。在这个时期，

以《古兰经》中故事传说和‘先知穆罕默德战功’为主要对象的历史学研究和以《古兰经》中的

律例规定为主题的教法研究，还有以《古兰经》中关于安拉、末日、后世内容为基础的信仰学研

究快速发展起来，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并编写了许多著作。”
[9]179

在哈里发国家推动的伊斯兰文化

大发展的繁荣环境中，“一批精于学科专业的优秀注释学家将其注释体现在学科专业上。”
[3]884

注

释内容也从前期相对局限的解读经文与演绎相关教法层面，延伸到具有学科性质的语言学、法学、

哲学、历史学等专业学科层面上。注释学家“有的侧重于从语法修辞、句法结构等语言文字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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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经文，有的侧重于从信条和神学思想方面进行注解，有的侧重于从教法律例和道德规范方面

进行注解，有的侧重于从历代先知们的故事等历史传说方面进行注解，而后来的经注大师则兼收

并蓄、旁征博引并吸收当代其他学科之有益因素，将《古兰经》注编写成包罗万象的伊斯兰知识

文库。”
[9]179-180 

4．学科要求完善。《古兰经》内容的包罗万象及其涵盖多学科的性质，使注释学与语言学、

圣训学、法学、教义学等学科互相交织，彼此关联。注释学家如果缺乏与其相关的学科知识，在

注释时往往会顾此失彼。鉴于此，注释学界制定了注释学家必须具备的学科知识，以保障学术规

范和注释质量。哲拉鲁丁·苏尤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归纳了注释学要求注释学家务必具备的

15 门学科知识，作为注释《古兰经》的学术工具：语言学、语法学、词法学、字源学、辞达学、

辞巧学、辞华学、诵读学、教义学、法理学、经文降示背景学、先后经文停止学、教律学、圣训

学、禀赋学。
[3]864-866

此外，注释学界还就注释学家应遵循的注释原则做了细致而明确的界定，以

确保穆斯林“信经而不僵经，释经而不越经。” 
5．注释方法多元。注释学正式形成之前，注释学家运用的方法比较单一。而注释学的形成和

完善，一方面将注释渊源与注释方法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因社会发展和时代需要，逐渐向着多元

和系统的方向发展。沙特利雅得师范学院古兰学专家法赫德·苏莱曼·鲁米教授基于前人研究成

果，将注释方法界定为四大类：分析注释法、概括注释法、专题注释法和比较注释法。
[11]57

毋庸

置疑，历代注释学家“考虑到读者的情况，避免了晦涩的表述和模棱两可的语句，清晰明了地为

《古兰经》进行注释。”
[14]765

注释学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注释方法的学术举措，使读者更

容易通过释文进一步认知经文的内涵。 
6．源语外语共注。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波斯、突厥、叙利亚等民族相继信奉伊斯兰教。由

于非阿拉伯民族的穆斯林迫切需要深入解读并运用《古兰经》指导他们为人处事，故“单纯靠直

接学习原文和口头译解的方法，已不能完全适应伊斯兰教在新信教民众中传播的需要，于是开始

出现了《古兰经》的文字翻译。”
[9]169

“继而揭开了外语注释《古兰经》的学术序幕。”
[15]

源语注

释学家与外语译注学家共同注释《古兰经》的学术举措，促使世界范围内的注释学欣欣向荣，注

释体系发展为源语注释和外语注释两大系统，丰富了注释学术活动的整体格局。两者在解读与阐

释《古兰经》方面相得益彰，共同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结语 

 
纵观伊斯兰文化史，自先知穆罕默德始，历经口耳相传和文字记载两大时期而形成的注释学，

始终“与时代精神同行，处理着各种时代问题，治疗着难以治愈的各种时代痼疾，为解决各种疑

难问题提供着良方。”
[14]765

尤其“自见解注释涉足经注以来，先是注者尝试以见解注经和侧重各家

之注，后逐渐发展的见解因受各类知识、各个学科、各家之见、各自教派和学派的影响，促使注

释学家整理的各科知识和各种思想都与注释息息相关。”
[7]401

时至今日，“这种学科、见解与派别

性质的注释状况依然存在。拥有各种背景的注释学家，都努力使《古兰经》涵盖各科知识，无论

是显而易懂的经文，还是经文内隐藏的深刻内涵。”
[4]148 

《古兰经》注释的发展史充分表明，注释学“是随着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发展而形成的一门

学科，因而它是这个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为经作注，不仅反映了作者对《古兰经》从文字

到思想的研究成果及其学术思想，而且还吸收了同时代与伊斯兰教有联系的哲学、神学、历史学、

伦理道德学等领域的学术成果，从而丰富了古兰经注的内容，深化了经义的研究。每一部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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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注都是在某一时代的文化学术活动的影响下出现的，它不仅保存了古兰经研究和伊斯兰文化的

有关资料，并为穆斯林学习《古兰经》提供了必要的知识，而且它还从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教

派和学派的斗争情况，因而古兰经注历来被认为是研究伊斯兰教必不可少的学科。”
[9]180

因此，注

释学自形成以来，历代注释学家均根据所属教派、学派与学科而推出的风格迥异、内容不一、富

有时代特色的各类注释文献，始终为伊斯兰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和思

想资源，为丰富人类文化宝库、推动人类文明进程贡献出不可或缺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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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Annotation History of Holy Qur’ān 

 
JIN  Zhongjie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Prophet Muhammad, annotation work of Qur’ān has developed into a 
special academic subject-‘ilm al-tafsir. ‘ilm al-tafsir has experienced two major phrases of development: 
the oral period-from the time of Prophet Mohammed to that of Tābi‘ūn; the written period was from 
Abbas era and further on. The rich academic achievements accumulated in these two phrases fully 
display the loyalty of Islam in following the doctrine of Qur’ān, and reflect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Islamic academic culture.  
Key Words   Holy Qur’ān; Islamic Culture; Annotation Study; Cultur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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